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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反弹琵琶”，是敦煌乐

舞的标志性符号。它以独特的“三道弯”形态诠

释敦煌美学精髓，更以“舞姿与舞具（琵琶）共生”

的形式引发学界对其真实性、可舞性的长期探

讨。从史料中琵琶的西域溯源，到壁画里初唐萌

芽、盛唐盛行的舞姿形象；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丝

路花雨》将其搬上舞台，到北京舞蹈学院团队创

作出《反弹琵琶舞》，实现“边舞边弹”的乐舞合

一，反弹琵琶的艺术生命始终在“溯源”与“创新”

中延续。本文循着史料源头、实践脉络与创作突

破的路径，解码这一经典艺术形象如何从壁画走

向舞台，成为敦煌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典范。

反弹琵琶之“源”：史料、壁画与文化交融

要理解反弹琵琶，需先厘清其“源”——这

既是琵琶乐器的传播史，也是壁画舞姿的形成

史，更是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

琵琶：从西域到中原的乐器演变

琵琶并非中原原生乐器，其源头可追溯至

西域。汉代刘熙《释名·释乐器》记载“批把本出

于胡中，马上所鼓也”。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亦

提及“批把，近世乐家所作，以手批把，因以为

名”。“批把”即“琵琶”的早期称谓，因演奏时“推

手为批，引手为把”得名，最初是游牧民族在马

背上演奏的弹弦乐器。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

琵琶传入中原，逐渐完成“本土化”改造：从“拨

弹”改为“手弹”，演奏技艺不断精进，为“反弹”

这一高难度形式的出现奠定基础。

学者高德祥指出：“琵琶舞的形态最初可能

出现在西域，而反弹琵琶的形式却是中原人的

创造。”这一观点揭示了反弹琵琶并非西域直接

传入的舞蹈形式，而是琵琶在中原长期发展后，

艺人对演奏技艺的极致突破。而关于“为何反

弹”，有一个基于丝路生活的猜想：商队在沙漠

中跋涉时，为缓解寂寞，会在马背上反背琵琶弹

奏。此时琵琶横担肩上，头、肩、臂与琴形成“扁

担原理”，相比胸前怀抱更省力，这或许是反弹

琵琶最初的生活原型。

壁画：从初唐到宋代的舞姿留存

敦煌壁画中反弹琵琶的舞姿形象，最早见

于敦煌石窟初唐时期的壁画，作为完整乐舞表

演形式，则盛行于盛唐的经变画中。在敦煌壁

画里，琵琶作为乐器出现数百次，手持琵琶、边

弹边舞的图像有数十幅，跨越盛唐、中唐、晚唐、

五 代 至 宋 代 ，足 见 其 在 敦 煌 乐 舞 中 的 核 心 地

位。这些壁画中的琵琶舞姿丰富多样，可分为

怀抱竖弹、挥臂横弹、昂首斜弹、倾身倒弹、背后

反弹五类，其中“背后反弹”难度最大、美学价值

最高，成为敦煌乐舞的“标志性姿态”。

最具代表性的当数莫高窟第 112 窟南壁的

反弹琵琶舞伎：舞伎身披华丽长巾，将琵琶反背

于身后偏上位置，左手环抱按弦，右手屈于琴箱

弹拨；上身微倾，左腿微屈站立，右腿高吸腿贴合

身体，脚趾勾起——静态中藏曲线之美，动态里

含劲力之张，完美呈现“伎乐天”的灵动与高超技

艺。另一处代表姿态是莫高窟第 156 窟南壁的

“长鼓与琵琶对舞”：持琵琶舞者反背琵琶，琴身

斜下倾倒，以背面示众，右腿端腿、左腿微屈，身

体与左侧舞伎形成呼应的前倾姿态，右手持拨片

拨弦，左手按弦，极致的拧身形态尽显韵律之妙。

除了反弹舞姿，壁画中还有大量正弹琵琶

的伎乐形象，如榆林窟第 19 窟北壁、第 25 窟南

壁的迦陵频伽（“妙音鸟”）乐舞，莫高窟第 297

窟西壁佛龛、第 12 窟北壁的世俗乐舞图，甚至

“不鼓自鸣”的琵琶法器——这些图像证明反弹

琵琶并非孤立的艺术造型，而是敦煌乐舞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交融：西域与中原的审美碰撞

反弹琵琶的形成，离不开多元文化的交融。

学者王克芬提出：“敦煌壁画中反弹琵琶而舞的

形象，在中唐以后大量出现，很可能与吐蕃统治

敦煌时期有关。”西藏定日县有“反弹三弦”的演

奏传统——表演者在演奏高潮时将乐器放于头

后演奏，增添表演趣味；哈萨克族的冬不拉、柯尔

克孜族的考姆兹，也有将琴箱放于肩上演奏的形

式，这些都可能为反弹琵琶提供了“灵感参照”。

此外，一些出土文物也印证了这种文化交

融。学者葛承雍据此指出，“反弹琵琶”最早的

艺术造型是唐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的男性胡

人形象，敦煌壁画中的盛唐、中唐反弹琵琶，则

是这一外来样式经过中原文化对其改造后的

结果——“伎乐天”被塑造为符合中原审美的

女性形象，成为中国人审美理想的载体。

综上，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是丝路文化

交融的结晶：它源于西域琵琶的传入，经中原技

艺改造，融合吐蕃、新疆等地的演奏传统，最终

以“伎乐天”的形象定格于壁画，成为中华文明

包容性的艺术见证。

实践脉络：从舞台初现到教学探索

壁画中的反弹琵琶，并非静止的图像——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舞者与学者便不断尝试将

其“复活”，从“只舞不弹”的道具表演，到“无实

物”的身体训练，为最终“边舞边弹”的突破奠定

了基础。

舞台初现：《丝路花雨》的经典突破

1979 年，大型舞剧《丝路花雨》首次将反弹

琵琶舞姿搬上舞台，引发轰动。创作者在段文

杰及其他敦煌学专家们的指引下，从莫高窟壁

画中提取反弹琵琶形象，结合剧情设计了“英娘

为父解忧，抚琴起舞”的段落：英娘以反弹琵琶

的舞姿为苦心作画的父亲带来灵感，父亲则将

这一形象绘入壁画——这一情节既还原了“壁

画舞姿源于现实”的史实，也让反弹琵琶成为舞

剧的核心符号。

编导晏建中在创作中强调：“凡有似曾见过

的动作都必须剔除，千姿百态的飞天、伎乐天的

舞姿神韵，应成为英娘舞蹈语汇的灵魂。”最终

呈现的舞段，虽使用的是“道具琵琶”（无演奏功

能，仅作舞蹈装饰），却精准捕捉了壁画中反弹

琵琶的“三道弯”形态与灵动气韵，被誉为“复活

了敦煌壁画的乐舞”。此后，《丝路花雨》的反弹

琵琶舞段广为流传，成为敦煌舞的“代名词”，也

开启了反弹琵琶“舞台化”的第一步。

教学探索：从“道具依赖”到“动作延伸”

《丝路花雨》之后，反弹琵琶的实践重心转向

教学领域——如何脱离“道具依赖”，开发身体本

身的表现力？2006 年起，北京舞蹈学院敦煌舞

蹈文化研究团队开始了新的探索，核心思路是

“以虚代实”，借鉴中国传统戏曲的“虚实观念”与

古典美学的“写意精神”。

团队首先开展“无实物表演训练”：让演员

脱离道具琵琶，仅通过身体动作诠释反弹琵琶

的 内 在 韵 律 。 这 种 训 练 的 核 心 ，是“ 以 形 写

神”——通过手臂的屈伸、身体的拧倾、步伐的

流动，让观众“感知”到琵琶的存在。例如，在模

拟“按弦”“弹拨”的动作时，演员需精准控制手

臂模拟琵琶形状、不同方位与身体舞姿曲线的

高度契合，既保留壁画舞姿形态的审美特征，又

赋予动作拨弦起舞的真实感。这种训练不仅解

放了身体，更让演员深入理解了反弹琵琶“乐舞

共生”的本质——琵琶并非外在道具，而是身体

动作的延伸。

2012 年，《敦煌舞蹈教程——伎乐天舞蹈

形象呈现》出版，其中“伎乐天三十六姿”的“反

弹琵琶八势”，成为系统的训练体系：“反弹一

势”还原莫高窟第 112 窟经典舞姿，“横弹二势”

“下弹三势”“竖弹四势”探索持琴方向的变化，

“拧身横弹”“跪坐背弹”“背弹势”“望月起舞势”

则强化身体动势与琵琶姿态的融合。在此基础

上，还创作了女子双人舞《反弹琵琶品》与男子

组合《反弹琵琶伎乐天》，前者通过双人互动展

现琵琶与舞者的“对话”，后者则参照壁画中男

性胡人的反弹形象，以雄健激昂的基调，打破了

“反弹琵琶必为女性”的刻板印象，丰富了这一

形象的艺术维度。

这一阶段的实践证明：即使没有实物琵琶，

通过演员对身体语言的极致开发，依然能让观

众“心领神会”——这为后续“边舞边弹”的实

现，积累了关键的身体控制与艺术表达经验。

《反弹琵琶舞》：乐舞合一的创新突破

2021 年，笔者史敏再次带领北京舞蹈学院

敦煌舞蹈文化研究团队创作出《反弹琵琶舞》，

实现了反弹琵琶实践的“质的飞跃”——它突破

了“只舞不弹”的局限，真正做到“边舞边弹”，让

壁画中“乐舞合一”的理想成为现实。这一突

破，既是对敦煌传统的回归，也是对当代舞蹈创

作的创新。

“边舞边弹”：技术突破与乐舞共生

《反弹琵琶舞》的核心突破，是解决了“舞蹈

动作”与“乐器演奏”的矛盾——琵琶作为乐器，

要求演奏者手部稳定、按弦精准；作为舞蹈道具，

又需要配合身体的大幅度动势（倾倒、旋转、碎

步）。为实现二者统一，团队进行了多方面探索：

首先，在动作设计上，“扬长避短”——将舞

蹈表现力的重点放在“脚下步伐”与“身体动势”

上，而非受限于演奏者的手部。其次，在演员选

择上，独舞者陈奕宁兼具琵琶演奏（柳琴、琵琶

基础）与敦煌舞表演功底，能够在长期训练中，

逐渐实现“琴技”与“舞技”的融合。

陈奕宁在创作谈中提及：“最难的是情感、

音乐与肢体的融会贯通——既要关注内心情感

与外部动作的身心合一，又要在大幅度舞蹈中

保证弹奏精准。手掌托琴颈、手指按弦跳动、控

制琴箱稳定，同时适应舞蹈节奏与音乐节奏的

二拍、三连音转换，这些都需要长期磨炼。”最

终，《反弹琵琶舞》实现了“乐舞共生”：琵琶的旋

律成为舞蹈的“灵魂”，舞蹈的动势则赋予音乐

以“视觉形态”，二者不再是“附加关系”，而是

“一体两面”。

这一突破，也回应了学界长期的争议——

李云集曾认为反弹琵琶是“壁画画工为装饰效

果创造的虚拟形象”，李雅璇则猜想其“真实存

在于唐代演奏中”。《反弹琵琶舞》以实践证明：

反弹琵琶的“边舞边弹”并非不可能，它既是对

唐代乐舞水平的致敬，也是当代舞者对敦煌传

统的创造性诠释。

“诗情画意”：创作思维与文化内涵

《反弹琵琶舞》的创新，不仅在于技术突破，

更在于其“诗情画意”的创作思维——它并非简

单还原壁画舞姿，而是从敦煌文化中提炼灵感，

构建起“情感”与“意境”的双重维度。

创作者在谈及创作思路时说：“源于中国古

代‘诗、乐、舞’一体的传统。”《礼记·乐记》有云：

“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

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乐”在古代本就是

诗歌、音乐、舞蹈的综合体，这一传统为《反弹琵

琶舞》提供了文化根基。

此外，作品的细节设计也处处体现“敦煌元

素”：服装参考壁画中伎乐天的华丽纹样，色彩

以赭石、石青为主，还原唐代审美；音乐融合琵

琶的古典旋律与敦煌乐的西域风情，既保留传

统韵味，又符合当代观众的听觉习惯。这些设

计让《反弹琵琶舞》不仅是“技术展示”，更是“文

化表达”——它让观众在欣赏乐舞的同时，感受

到敦煌文化的深厚内涵。

“源头活水”：敦煌艺术的当代延续

《反弹琵琶舞》的创作，始终秉持“溯源”与

“创新”并重的理念——“溯源”是回归敦煌壁画

的乐舞传统，“创新”是贴合当代审美的艺术表

达。正如学者赵声良所言：“敦煌艺术研究推动

当代艺术创新，艺术创新以深厚的文化传统为基

础。没有对传统的继承，所谓‘创新’只能是无本

之木。”

《反弹琵琶舞》的“溯源”，体现在对壁画形象

的尊重——作品中的正弹、反弹、横弹动作，均源

自莫高窟第 112窟、156窟等经典壁画；“创新”则

体现在对“乐舞合一”的当代诠释——它不再是

壁画的“复刻”，而是以当代舞蹈语言，让古老的

乐舞形式“活”在当下。这种“创造性转化”，正是

敦煌艺术生命延续的关键。

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

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

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要揭示蕴含其

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

信。《反弹琵琶舞》正是对此的实践——它通过

“边舞边弹”的技术突破，激活了敦煌壁画中“乐

舞合一”的传统；通过“诗情画意”的创作思维，

传递了敦煌文化的审美精神；更通过舞台呈现，

让当代观众感受到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

从壁画到舞台，敦煌乐舞的永恒生命力

反弹琵琶的艺术旅程，是敦煌文化“活态传

承”的缩影——从初唐壁画中的舞姿萌芽，到盛

唐经变画中的乐舞盛景；从《丝路花雨》的舞台

初现，到教学实践中的身体探索；最终到《反弹

琵琶舞》“边舞边弹”的创新突破，它始终在“溯

源”中坚守传统，在“创新”中焕发新生。

《反弹琵琶舞》的意义，不仅在于实现了“乐

舞合一”的技术突破，更在于它为敦煌艺术的当

代传承提供了思路：敦煌文化不是静止的“文

物”，而是可以通过艺术实践不断激活的“活态传

统”。正如创作团队所言：“以今日之探微遥想古

代乐舞之美，以今日之溯源复现壁画乐舞形式，

这是对中国古代‘诗、乐、舞’一体传统的追溯，也

是当今舞蹈创作的新突破。”未来，敦煌乐舞的探

索仍将继续——壁画中还有更多未被发掘的乐

舞形象，传统与当代的融合还有更多可能。但无

论如何，“溯源”与“创新”始终是核心：唯有扎根

敦煌文化的深厚土壤，才能让创新有“本”；唯有

贴合当代审美的表达，才能让传统焕新。反弹琵

琶的“千年反弹”，终将在一代代舞者的实践中，

成为敦煌艺术永恒生命力的象征。

（本文第一作者系北京舞蹈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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